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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早前分析新思想的涌现过程,再到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

增长动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微观基础日益完善。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思想的非竞争性,在刻画

新思想的创造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现实相矛盾的规模效应。此后,学者们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

理论围绕如何消除规模效应展开讨论。但是,除了研发创新之外,微观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是经

济增长的源动力,早期理论并未将个体间的交流学习纳入创新模型中。最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

长理论认为,微观个体交流的速度以及与谁进行交流将决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研究通

过内生化思想交流速度、丰富化思想来源的设定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并应用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解

释。近年来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索丰富了分析增长问题的维度,建构并

巩固了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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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们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思想来自何方? 如何催生新思想? 这不仅是世界

各国普遍关心的实践问题,更是经济学界不懈探索的理论认识问题。近年来有关思想交流(idea
flows)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探寻思想源泉与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探索思想来源的过程与经济学家们对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的解释及其

演变过程密不可分。很多文献将生产函数Y=AKαLβ中的A 解读为技术水平,将A 的变化解释为技

术变迁。以PaulRomer为代表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打开技术进步A
·
黑箱的同时,也拓展了A 的内

涵。Romer(1990)把A 理解为设计(designs)的总量,既包括勾股定理、相对论等科学研究,也包括机

械和建筑的设计蓝图,它们可以被无限使用,并能无限积累。他除了强调A 具有非竞争性以外,还指

出其会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具有部分排他性。“‘部分’排他性给予私有研究开发部门追逐利

润从而创造新型产品的动力,‘部分’非排他性使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谢
丹阳、周泽茜,2019)。在《高级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中,DavidRomer(2012)将A 描述为知识(knowl-
edge),它既包括基础科学知识,也包括运用在商品生产中的应用型知识。很多学者将A 解释为思想

(idea),例如Lucas(2009)、Bloometal(2020)、Buera& Oberfield(2020)等。Jones(2019)将思想解

释为用来做某事或制造某物的所有设计或蓝图,从而赋予A 更为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讲,所有可

以用来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的知识、观念和设想都可以纳入A 的范畴中。
现代增长理论关于思想有两种相近但各有偏重的理解:Romer(1990)及其后续的基于创新的内

—521—

叶初升等:思想交流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yechsh@whu.edu.cn;李承璋(通讯作者)、
廖卓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slczcy2017@foxmail.com,liaozhuoting2016@163.
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1&ZD071);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



  2023年第3期

生增长模型(innovation-basedendogenousgrowthmodel)偏重创新性新思想的创造(flowofnew
ideas),而以Alvarezetal(2008)、Lucas(2009)为代表构建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interaction-
basedendogenousgrowthmodel)更强调微观个体之间思想的交流扩散(ideaflows)。正如硬币的两

面,如果新思想不能持续涌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迟早会枯竭,然而如果没有思想的交流,通过创新所

带来的创造财富的潜力也将无法实现(Gomes,2019)。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塑造是当

前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梳理经济增长视野下思想从涌现到流动的探索与争鸣,以窥

近年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

二、内生增长理论对思想创新的早期探索

能够革新技术和提高生产率的思想从何而来? 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柱———
创新与交流。早期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探索了思想涌现的过程,为之后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

型的诞生奠定了关键的理论基础,思想交流模型的后续发展也离不开对创新源泉问题的反复思考。
为了更好地理解思想交流理论从何而来,本部分简要回顾内生增长理论中关于创新源泉的研究

脉络。
以Romer(1990)、Grossman& Helpman(1991)、Aghion& Howitt(1992)等为代表提出的内生

增长理论率先打开了A
·
的黑箱: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目的的研发活动(R&D)创造了新思想(Jones,

1995a)。虽然这些文献对经济系统的刻画各存差异,但他们的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假定A 的

增长速度与研发投入线性相关(Jones,2019)。这样的假设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谢丹阳、周泽茜,

2019)。因为,如果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按照这个假设,知识将加速积累,从而带来爆炸式的经济增

长。这一推论显然不符合现实,而且,A 的增速与研发投入线性相关的关系式本身也得不到实际数

据的支持(Jones,1995b)。在现实中,美国数据表明,尽管美国的研发人员投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

来一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但是用TFP增长率来衡量的A
·
t/At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Bloom

etal,2020)。可见,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与实际经验并不契合。
后来的模型延续了用内生涌现的新思想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并尝试消除第一代模型中的规

模效应。根据方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熊彼特模型(Schumpeterianmodel)和半内生增长模型

(semi-endogenousmodel)两类。
熊彼特模型以Dinopoulos&Thompson(1998)、Peretto(1998)、Young(1998)和 Howitt(1999)

等为代表。这类文献将创新区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横向的创新拓展市场中的产品种类;纵向

的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他们解决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中规模效应的思路是:用横向创新所带来的

产品种类增长稀释由人口规模扩大所增加的研发投入,使每种产品的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因此,即
便在模型中依然假设提高产品质量的纵向创新与产品研发投入呈线性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取决

于每种产品纵向创新而最终仍能保持固定。这些模型拓展了Romer(1990)单一的横向维度,在纵向

维度上,假设成功创新的企业将取代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伴随着企业的淘汰与诞生。这类模

型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因此被称为熊彼特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在

Grossman& Helpman(1991)、Aghion& Howitt(1992)模型中,尽管创新也与创造性破坏相联系,
但由于存在规模效应问题,因而被归纳为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Jones,1999;Bond-Smith,2019)。根

据熊彼特模型,在对称均衡(symmetricequilibrium)的情况下,整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等于产品

质量的提高速度。此时,技术进步与总的人口规模并不相关,而与研发投入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关。
熊彼特模型虽然提供了改善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中规模效应的思路,但仍存在一些缺点:(1)从

实际数据来看,并不是只有人口具有增长趋势,研发人员所占的份额也在增长,但熊彼特模型并没有

回答宏观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速度为何没有随之上升的现实问题(Romer,2012)。同时,
每种产品纵向创新与研发投入线性相关的假设没有得到实际数据支持(Bloometal,2020)。(2)虽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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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发明只与人口增长率线性相关是一种简化的设定,但在熊彼特模型中是必要的,否则熊彼特

模型的性质将会很难保持(Jones,1999)。如果进一步考虑横向与纵向创新之间的外溢性,熊彼特模

型将更容易转变为半内生增长模型(Li,2000,2002)。Peretto(2018)进一步改进了熊彼特模型,放弃

了技术进步速度与人口增长率线性相关的假设,虽然在模型中它们与禀赋、产品种类、思想存量以及

刻画厂商行为和消费者偏好的参数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最终仍能推导出一个固定的稳态增

长率。
为了改进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问题,除了熊彼特模型以外,还出现以Jones(1995a)、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为代表提出的半内生增长理论。由于这类文献既保留了第一代

内生增长理论中非竞争性思想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又修改了线性相关假设而削弱了规模效应,因此

这一文献分支被Jones(1995a)命名为半内生增长理论。半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新思想将会

越来越难被发现”。在这种假设下,宏观层面上不断增长的研发人员投入所产生的正效应会被下降

的研发生产率所抵消。此时,研发人员占比或人口规模的增长仅带来水平效应,只有正向的人口增

长率才能维持技术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Kortum(1997)提供了刻画研发人员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的另一种思路,为半内生增长理论中

新思想将会越来越难被发现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和表述方式:假设创新活动是从一个外源性的

搜寻分布(searchdistribution)中抽取新的思想,可以将外源性搜寻分布理解为“未来将被发现的知

识”的集合(Buera&Lucas,2018)。用累积分布函数标记外源性搜寻分布,其中的每一个想法都代

表不同生产率。被抽取到的生产率最高的思想将被生产部门用于生产,代表技术前沿。假设研发人

员投入增加意味着在外源性分布中进行更多次的抽取,即进行更多的创新。创新的结果是随机的,
抽到的思想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外源性搜寻分布的形状,外源性分布的右尾越薄,则抽取到高生产

率思想的概率就越低。关于长期内发达经济体研发人员的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相应的TFP增长,

Kortum(1997)给出的解释是,当外源性搜寻分布符合帕累托分布时,它右尾的形状使得研发人员发

现能够实现技术突破的新思想的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opportunities)随着技术前沿的进步而下

降,因此为了维持稳定的技术进步速度,需要持续性的研发人员投入。这种解释与Jones(1995a)的
观点相一致,为半内生增长理论中新思想将会越来越难被发现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Kor-
tum(1997)以及后续的Eaton&Kortum(1999)从一个外源搜寻分布中抽取新思想来刻画创新,用
累积分布函数来刻画经济体技术前沿(用于生产的最优思想的生产率),这种数理建模思路也启发了

后续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Alvarezetal,2008;Lucas,2009)。
新思想越来越难被发现,这一假设已经得到了检验。例如,Bloometal(2020)证实了美国的研

发生产率的确在下降,为了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研发投入每13年就要翻一番。但是,半内生

增长理论依然存在一些问题:(1)经济增长只与人口增长率等一些外生参数有关,而与政府政策无

关。部分实证文献得出了与此相悖的结论,例如Kocherlakota&Yi(1997)。(2)经济增长率与人口

增长率正相关的推论难以得到数据支持。国际数据表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呈现负向

的相关关系,且拟合优度R2仅为0.13(Laincz&Peretto,2006)。可见,半内生增长理论不足以解释

跨国的增长差异。
总体而言,熊彼特模型和半内生增长模型为解决第一代内生模型中的规模效应问题做出了贡

献,与此同时,两类模型除了各自存在一些缺憾,还有两点共性问题:
第一,将研发活动作为创新源泉与经济增长动力时,忽略了思想交流也是新思想的来源。正如

Lucas(2009)所言,在一个不断诞生“天才”的假想经济体中,即使不考虑创新,仅靠思想在个体间的

交流与扩散也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交流提供了向“天才”学习的机会,使得高生产率的思想

在经济体内广泛地传播。在现实中,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思想的传播都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Stokey,2021b)。就微观层面的个人、企业和行业来说,知识的溢出和思想的交流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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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宏观层面,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尤为重要,以资源换技术,以
市场换技术是后发国家实现起飞的一项重要战略。除了本国自主创新以外,借鉴和引进他国的技术

思想也可以解释相当大比例的技术变迁,所以Jones(2021a)认为半内生增长理论应该谨慎用于国家

层面的研究。当考虑到思想交流的限制,创新模型中的规模效应也将被消除(Staley,2011)。
第二,在代表性个体的经典假设下,讨论宏观层面上思想存量A 的变化,而忽略了微观层面上个

体思想的差异性。经济增长是集体思维(collectivemind)的成果,宏观层面上思想存量A 的增长取

决于微观个体差异化的思想水平及其分布的演化。因此,微观异质性以及它如何构成总体是更加引

人瞩目的问题。如果能揭开A 的面纱并予以微观化的表达,无疑可以将理论分析推向更深的层次。
最近几年出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思想交流

在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出现前,已经有学者对思想传播和技术扩散问题进行了探讨。例

如,Parente&Prescott(1994)和Perez-Sebastian(2000)用技术扩散来解释跨国发展差距和后发展国

家的经济奇迹;Eaton&Kortum(1999),Caietal(2022)分析了国家间的思想流动;Aghion(2001)研
究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与R&D溢出;Acemogluetal(2016)分析了行业间的创新联系,以及行业

间异质性的溢出效应所形成的创新网络(innovationnetwork)。然而,大部分文献在分析思路上与

Romer(1990)、Jones(1995a)等一脉相承,通过改进以往创新部门的设定来体现思想流动。Parente
&Prescott(1994)和Perez-Sebastian(2000)在创新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外生增长的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项,以此衡量国内外知识势差所带来的后发模仿优势;Acemogluetal(2016)构建的创新

生产函数不仅包括本部门的思想存量,还包括其他部门的思想存量,它们用创新网络加权的总和构

成了创新部门的投入;Aghion(2001)认为,追赶企业可以从领先企业获得R&D外溢,表现为追赶者

的创新具有更高的泊松到达率。这些设定关注思想流动对创新的影响,但并没有说明思想流动是如

何发生的。Eaton&Kortum(1999)、Caietal(2022)强调了思想流动的滞后性,他们使用指数分布

来刻画某个想法在区域间流动所需的时间,但没有构建思想流动的微观基础。思想依托于每个人的

脑海而存在,因而人与人之间交流传递脑海中的思想是知识外溢的基础(赵勇、白永秀,2009)。上述

文献欠缺对这一过程的模型化说明,直到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出现。
以Alvarezetal(2008)、Lucas(2009)为代表构建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突破了思想交流的

理论黑箱,并且用微观个体知识水平分布的变迁替代了宏观思想存量A 的累积,进一步揭示A 的微

观结构。Lucas(2009)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新机制———思想的交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在其基准模型中,只要满足了某些限制条件,即使不存在创新,仅凭借交流就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

长。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侧重于刻画微观个体的交流与搜寻行为,既有力地补充了基于创

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又为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可以应用于市场

制度远未完善的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绩效分析,也能为宏观层面上国际技术交流与外溢提供微观基

础。近年来,沿着这一分析思路展开进一步探讨的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屡见发表。
(一)基准模型

Lucas(2009)提出了微观个体间的随机交流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假设经济体由一定数量的具

有异质性劳动生产率的生产者构成,不同生产率个体所占的比例即生产率的分布情况可以用一个累

积分布函数来描述。个体通过交流来提高自身生产率,与他人进行交流意味着依照经济体中劳动生

产率的概率分布进行一次随机抽取,如果遇到比自己生产率更高的个体,就能通过模仿对方的思想

使自己的生产率提高到相同水平。这类似于Kortum(1997)在外源性生产率分布中获得新思想的设

定,所不同的是,Lucas(2009)假定,思想是从内源性分布中获得的。所有生产者都进行交流,这推动

了高生产率个体所占的比例的扩大以及生产率分布的演化。每个生产者在单位时间内都按照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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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率生产出同质的产品,因此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就取决于生产者的生产率分布,生产率分布的

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Lucas(2009)假设在一定时间内人与人之间相遇与交流的次数是固定的,在
这种设定下,交流是确定发生的,思想的流动是可以确定的,正因为如此,这一类模型可以称为确定

性到达模型(deterministicarrivalmodel)。由于模型中不含创新,为了使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假设初

始生产率分布有一个帕累托右尾(无界分布、厚尾)。在模型中,经济体的稳态增长速度只与生产率

的初始分布形状,以及单位时间生产者与其他个体的交流次数相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年龄

队列结构(cohortstructure)的拓展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美国人均年收入数据(Lucas,2009,2015)。
不过,在现实中,人们互动交流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假定思想流动随机发生更符合现实。Al-

varezetal(2008)的泊松到达模型(Poissonarrivalmodel)与固定到达模型的假定基本相同,差别在

于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交流方式。泊松到达模型假定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遵循一个泊松过程,即假设在

一定时间内与其他个体相遇不是固定的次数,而是随机的概率。如果经济体初始的劳动生产率分布

有帕累托右尾,那么该模型也可以推导出与固定到达模型相似的结论,即人均产出的稳态增长速度只

取决于初始生产率分布右尾的形状,以及单位时间生产者与其他个体交流的泊松到达概率。Caicedo
(2019)证明了两种经典模型之间存在关联性,固定到达模型可以看作是泊松到达模型的极限形式。

Alvarezetal(2008)和Lucas(2009)将微观个体的随机交流作为经济内生增长的引擎,并且推导

出稳态经济增长率,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突破。在基准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只取决于思想交流

速度与生产率分布形状这两个参数,因此后续文献大多在这两个方向上拓展基准模型:其一是将基

准模型中外生的交流速度内生化;其二是为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交流的范围)添加更多的限制和

结构。
(二)内生交流速度

1.交流的成本。在大多数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假设交流频率是外生给定的,交流只带

来收益。若想要进一步将交流行为内生化,就需要在模型中明确交流的成本。在存在交流成本的情

况下,个体为交流所付出的努力越高,虽然能更快地提高其知识水平和预期收入,但用在交流上的费

用也会相应地提高,个体将面临取舍。部分研究假设交流具有显性成本。Akcigitetal(2018)认为,
研究人员的生产率决定了其在科研团队中的分工(团队领导者或普通成员)和收入,如果研究人员想

通过交流来提升自身生产率,就要面临递增的显性交流成本。Benhabibetal(2020)分析了技术在企

业之间的扩散,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来追赶质量阶梯上位置更高的企业,这意味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在现有的生产率分布中进行抽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生产率低于某一阈值的企业才有动力模仿。
类似地,Perlaetal(2021)指出,当某一企业随机抽取到生产率更高的其他企业时,就能通过模仿提

高自身生产率,但需要雇用专人进行技术吸收(为避免规模效应,假设需要雇用的人数与人口总量成

比例),支付的实际工资报酬就构成了企业进行交流的显性成本。Mäkynen(2021)认为劳动力在企

业之间的流动带来思想的流动。企业雇用的员工如果来自高生产率企业,就能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但这需要支付劳动力再分配的成本。企业的内部招聘决策以及所面临的外部企业生产率分布决定

了企业间的思想交流速度。在这种设定下,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将显著影响本国的总体增长

率。Gottfries&Bradley(2022)提供了内生交流速度的另一种思路。思想的交流发生在劳动者与企

业岗位进行就业匹配的过程中,每次匹配的生产率取决于在经济体现存就业匹配的生产率分布中随

机抽取的结果。企业空缺的岗位意味着抽取的机会,因此空缺岗位的成本就等同交流模仿的成本。
在模型中,由离职和就业所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将决定思想交流的速度和现存匹配生产率分布的

演化。
即便不考虑交流的显性成本,从常识来说,交流与工作之间存在二元选择(binarychoice),如果

增加学习的时间,工作时间就会相应地减少。交流的机会成本是把同等的资源用于生产时能够获得

的收益。Lucas& Moll(2014)构建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假定个体可以将其每年有限的1单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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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于生产和交流两项活动,生产和交流互为对立事件。如何在两种活动上分配劳动以达到个体预

期收入流现值的最大化,是个体需要解决的动态规划问题。Gabriel(2020)认为,个体的交流频率取

决于外生个人能力和内生的教育年限,而个体对自己一生在上学和工作上的时间安排,取决于上学

的时间成本与工作的预期收入之间的权衡。
同时,企业也面临着交流与生产间的抉择。Perla& Tonetti(2014)构建了一个离散时间模型,

其中,交流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生产所带来的产出,进行搜寻的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承担着交流的风险,
因为交流对生产率的提升有不确定性,交流的收益可能会小于当期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使企业后

悔作出交流的决定。因此,类似于 McCall工作搜寻模型(Lippman& McCall,1967),在每个时期,
只有生产率低于某一门槛的企业才会进行交流。与此前大多数文献特别关注技术领先企业的创新

行为不同,Perla&Tonetti(2014)将关注的重点下沉到生产率分布底层的企业。正是这些落后企业

的交流与模仿实现了正外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有别于先前研究的有趣结论。Perlaetal(2021)
延续了Perla&Tonetti(2014)的思路,讨论了企业在两种行为之间的权衡:通过交流升级技术,保持

现有技术进行生产。与Perla&Tonetti(2014)假设企业使用无成本的线性生产技术(产出等于生产

率)不同,Perlaetal(2021)考虑到了生产中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因此交流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当前生

产率水平能够实现的利润。如果企业一直保持当前生产率进行生产,随着经济体企业生产率分布的

演化,它在生产率分布中的相对位置下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将导致维持当前生产率所获得的利

润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交流的机会成本下降,这将激励生产率落后的企业进行交流。

2.交流的收益。交流提供了低生产率个体向高生产率个体学习的机会,促进前者产出水平提

高,这是交流对个体带来的收益。然而,学习的效果还取决于个体的学习能力。在Lucas(2009)等的

基准模型中,假设只要个体发生交流,无论交流双方知识水平差距有多大,低生产率个体都能完全学

会高生产率个体的所有思想,使生产率达到相同水平。但是,这种假设不合理,越高端的知识往往越

艰深、越难被学习模仿,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指望通过交流来完全复制学术泰斗的所有思想。因此,

Lucas& Moll(2014)在模型中考虑到了学习能力的有限性:交流双方生产率差距越大,低生产率个

体学习成功的概率就越低。Buera&Lucas(2018)将这一思路简化为阈值的形式。如果发生交流的

两者间知识水平差距过大,即生产率之比超过某个阈值时,低生产率个体将无法学会高生产率个体

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设定,稳态经济增长速度将与阈值正向相关。当阈值趋于零时,经济体中思想

将不会发生流动,经济增长率趋于停滞。Königetal(2016)使用质量阶梯来描述思想。向拥有更高

生产率的交流对象学习,意味着向质量台阶更高的位置攀爬,但在每一层台阶上都有可能失败,导致

学习过程终止,个体的生产率就提升到其所能达到的位置上。成功跨越台阶的概率代表了学习能

力。Königetal(2016)研究发现,在模型中增加对学习能力的限制可以更好地拟合现实数据。Buera
&Oberfield(2020)假定交流中从他人处获得的思想要经过小于1的指数削减,交流者只能收获其中

的一部分;而且,交流的收益是递减的,生产率越高的想法越难被学会。这类似于半内生增长理论假

设转化为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越来越难被发现。因此,为了维持稳定的增长速度,需
要持续提高交流的速度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除了个体学习能力外,交流的对象,即内源性劳动生产率分布也影响交流的收益。在Lucas&
Moll(2014)、Perla&Tonetti(2014)的模型中,个体通过交流模仿提高未来收入水平,个体在进行决

策时会分析从当前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抽取更高生产率的机会。经济体生产率分布将决定个体交

流的预期收益,交流的成本与收益会影响经济体内部交流的频率,而交流的频率又反作用于内源性

生产率分布的演化。交流行为与生产率分布之间存在动态互补性,稳态经济增长率由生产率分布变

迁方程与个体收入动态优化方程所组成的系统决定。

Stokey(2021a)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企业和工人两个维度内生交流的模型,其中一个维度的交

流收益还与另一维度生产率分布相关。一方面,在交流中,企业通过模仿可以提高技术,工人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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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可以提高技能;另一方面,进行交流意味着放弃生产所带来的利润或工资,将会产生机会成本。由

于假设技术与技能在生产活动中具有互补性,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两者的分布要协同演化。工人进行

交流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工资,但如果企业技术的分布没有演化,则会导致工人交流的预期回报下降,
最终停止交流。同样,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交流,但如果工人技能分布不变,企业的交流行为

也会停滞。因此Stokey(2021a)得出的结论是:在稳态时,企业技术增长率、工人技能增长率和TFP
增长率是相同的。

思想交流除了能够促进个体生产率提高、带来私人收益以外,还能产生社会收益。就像看风景

的人也成为他人的风景,希望通过交流提高生产率的个体也会成为他人学习的对象。由于交流能推

动生产率分布的变迁,优化其他个体的学习样本,提高他人交流的预期收益,因而具有外部性。在分

散决策的情况下,个体不考虑社会收益,内生的交流频率达不到最优,经济增长率将低于潜在水平。

Lucas& Moll(2014)分析了存在以经济体预期总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中央计划者的情形。由于内

化了交流的社会收益,它会让人们在交流活动上配置更多的劳动,达成最优的分配。与分散决策情

形相比,这虽然降低了初期的总产出水平,但能提高交流频率,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即使不直接计

划,政府通过对个体征收庇古税也能促使个体在交流与生产上实现最优的劳动分配。Perla&Tonetti
(2014)也分析了类似的问题。在分散化决策模型中,低于某个门槛值的企业将进行交流,如果由中

央计划者来决定企业生产或交流,这个门槛值会更高。与分散化决策情景相比,更多企业进行交流

能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样,使用税收和补贴这样的间接手段能影响企业的决策,从而得到最优

解。在Stokey(2021a)的企业、工人两维度内生交流模型中,通过对企业和工人交流的外部性进行补

贴,可以同时促进产品种类和TFP的增长。

3.地理空间与交流速度。如果考虑到空间维度,交流速度往往与人口密度相关。与身处旷野相

比,身处闹市通常会更频繁地进行交流。Brunt&García-Peñalosa(2022)通过构建基于交流的两部

门内生增长模型指出,城市化在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性要高于工业化。城市化会带来人口在空间上

的集聚,城市人口密度提高促进了交流与创新,因而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吸引劳动力从农村农业

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加速工业化进程,这会进一步增加城市人口密度和提高新想法的产生与

交流速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双向促进的机制下,可以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他们认

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世纪技术最为先进的中国,是因为欧洲在工业革命

前夕有更高的城市化率。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但大多数研究是通过构建两部

门模型,强调人口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模型

中,推动二元结构变迁的动力是外生的,现代的城市生产技术和传统的农村生产技术是外生给定的。
部门之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性是结构变迁的关键机制(Ngai&Pissarides,2007),但技术进步的差异

从何而来? 他们揭示了城市化与集聚产生的思维交流之间内生的因果循环关系,从新的角度回答了

这一问题。
(三)受限的交流范围

在大多基于交流的模型中,都假设个体可以与经济体中其他所有个体发生交流,且与其他个体

进行互动的概率是相同的。然而,现实中个体之间的交流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不同个体进行

交流的可能性与频率存在差别,交流的范围是有限的。一些研究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在模

型中增加了各种影响交流范围的限制条件,这将决定个体在什么样的内源性分布中进行抽取。

1.地理空间与交流范围。现实中最为突出、最常见的影响思想交流的因素是地理距离。思想的

传播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例如Hanlonetal(202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依靠信件进行远

距离交流的时代,与距离相关的邮政通信成本将制约人们的交流范围。Cominetal(2012)通过数理

模型描述了思想是如何通过个体间的交流在空间上扩散的。假设个体与临近的个体交流更频繁,发
生交流的概率会随着双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这意味着个体要在一个增加了地理距离限制的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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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分布(采用新想法的个体在某地所占的比例)中进行抽取。当未采用新想法的个体抽取到的

对象拥有新想法时,个体将成为新想法的采用者,这一过程会推动各个地理位置上采用新想法的个

体占比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地理距离与思想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离新想法密集采用区越远,则新

想法采用者所占的比例越低,且采用者增长速度越慢。不过,该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并且在模型中,随着时间趋于无穷,所有个体都会采用新想法。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如果假设人们交流只发生在某个空间范围以内,比如他们所在的城市,那么选择在哪里工作或

生活将决定其与谁进行交流。Davis&Dingel(2019)指出,现代城市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他们作为

思想交流场所的作用。在大城市中,个体可以与更高技能的个体更频繁地交流。学习机会形成了城

市的吸引力,也造成了城市间的差异。Coen-Pirani&Sieg(2019)基于思想交流来刻画集聚的外部

性。年轻家庭倾向于向拥有更多学习机会的明星城市迁移,以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老年家庭缺乏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本身技能水平较高,更倾向于生活成本更低的普通城市。美国2017年出台的

减税和就业法案(TaxCutandJobAct)为高技能家庭离开高集聚的明星城市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激

励,减少了这些城市的学习机会,这将不利于顶尖人才的培养,并在总体上造成经济的净损失。

2.就业选择与交流范围。除了距离远近之外,关系的亲疏也会影响思想交流。处于某种社会关系

中的个体之间交流更多,例如,同事关系、师生关系、亲缘关系等,在这些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中思

想更容易传播。从自身利益出发,个体可以选择与谁建立联系,进行交流。选择不同的工作意味着和

不同人群成为同事,而与谁共事将影响 Mincer收入方程中工作经验的积累。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多高

薪同事与未来的工资增长密切相关。Jarochetal(2021)构建了与同事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与此前的

文献(Lucas,2009;Caicedoetal,2019)不同,在该模型中,交流的范围不是经济体所有劳动者,而是限定

在工作团队以内,即个体只是在同事的劳动生产率分布中进行抽取,通过向优秀同事学习提高自身的

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工作意味着不同的交流范围。个体在选择工作时,除了考虑工资收入以外,还要

考虑通过交流可能带来的发展前景。正因为如此,年轻或知识经验贫乏的人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交流收

益更大的工作。考虑到工作所提供的交流收益,可以发现,收入的不平等被工资的不平等夸大了。

3.制度与交流范围。某些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稳固,除了个体努力之外,还需要制度保障。作为

个体之间建立一定关系的纽带,制度可以影响思想交流的方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从基于交流的

内生增长理论视角出发,DelaCroixetal(2018)构建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工

业革命以前的欧洲为什么能领先世界。模型假设,在工场手工业时代,隐性知识广泛传播的前提是

能够建立一种师徒契约关系,学徒给师傅打工,师傅授艺给徒弟。当师傅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能被惩

罚时,师徒契约将无法成立,此时技艺只能沿着最基础的血缘关系在家庭或宗族内部传播。如果有

某种制度能确保契约的履行,那么学徒的学习样本将扩展到经济体中的所有工匠,在这种情况下思

想的涌现和传播速度更快。他们认为,西欧较早形成的行会制度乃至市场制度保证了师徒关系的稳

定,促进了思想交流和经济起飞。
隐性知识依赖言传身教,而显性知识依赖书籍、影像等信息载体广泛传播。Blasutto& Dela

Croix(2022)分析了1400-1750年间意大利天主教的书籍审查制度如何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创造。
他们将书籍分为两种类型:符合天主教观念的书籍和被视为异端的书籍。很多科学知识,例如日心

说、微积分等被教廷视为异端而加以限制。假设个体从现有的书籍库中随机地抽取,学习书本中的

知识,天主教的书籍审查将影响人们可以阅读的科学书籍的数量,进而影响科学知识的积累。

4.对外开放与交流范围。除了研究个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外,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受到学者

的重视。国际技术扩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全球化时代,许多企业不仅与本国企业交流,还
能通过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和生产联系与国外企业进行交流,国内外企业间的交流构成国家间技术扩

散的重要的微观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与Eaton& Kortum(2002)相结合,后者使用概率分布函

数来描述一个国家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情况,并将这一设定应用于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中,推导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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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的贸易流与引力方程。Eaton& Kortum(2002)认为,某一国家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会

通过国际贸易扩散到其他国家。在此基础上,Alvarezetal(2013)和Buera& Oberfield(2020)进一

步研究了技术本身如何通过国际贸易扩散,贸易流将带来思想流,推动国家生产率分布的演化。Al-
varezetal(2013)在模型中不考虑创新,假设所有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想法都由向其他企业学习得来。
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国内企业与国外更有效率的企业进行交流。各国生产率的分布描述了整个世界

的状态,同时也塑造了国际贸易关系网络,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学习样本。交流学习反过来又推动了

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分布演化。因此,开放贸易的国家将达到趋同的稳态增长速度,将任一个国家

排除出世界贸易体系之外都会对生产率增长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Buera& Oberfield(2020)假设

企业可以在交流中创新,即每次交流额外在一个外源性分布中抽取新思想,用以中和Kortum(1997)
只存在创新与Alvarezetal(2013)只存在交流的极端情况。在该模型中,一个国家的知识积累(生产

率分布的形状参数的变化)速度除了取决于该国交流的频率,还受到用贸易份额加权的其他国家的

知识存量的影响。Buera&Oberfield(2020)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TFP高速增长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被贸易所带来的思想交流所解释。Caietal(2020)在Buera&Oberfield(2020)的研究

基础上进一步地分析了区域发展问题。模型假设国内各地区除了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外国的思想外,
地区间人口流动带来的思想流动也促进了人口迁入地的知识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异质性的

初始知识存量、贸易开放度以及人口流动摩擦等因素将共同塑造局部地区和国家总体的经济演化。
模拟分析表明,在1990-200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国际贸易相比人口迁徙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因此,跨国生产(multinationalproduction)也是国际思想交流的通道,跨国公司往往具有更高的

生产率,可以成为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对象。Cai&Xiang(2022)的研究表明,跨国生产成本下降将促

进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尤其明显;美国的产业回流政策在长期将对所有国家造成损失。
从思想交流的视角来看,对外开放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在于提供了筛选效应(selectioneffect)。

除了能提供向国外企业学习的机会、扩大交流范围外,国际贸易带来更激烈的竞争,用更高效的国外

企业取代学习样本中的低效企业(Alvarezetal,2013),优化交流对象,提高国内生产率分布的变迁

速度,这是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筛选效应。但是,即便将企业的交流范围限于国内企业,不考虑与国外

企业交流,贸易开放的筛选效应也依然存在。在Sampson(2016)的模型中,假设在位企业生产率不

变,而新进入企业的创新可以从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中获得溢出效应,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推动了企

业劳动生产率分布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开放创造了获得出口利润的机会,提高了企业进入

的价值,这会增加进入者的数量,提高企业选择退出的生产率门槛。贸易带来了生产率分布的优化,
使新进入企业获得更好的创意,从而促进动态筛选。在Perlaetal(2021)的模型中,生产率分布的演

化主要由企业之间的随机交流推动。一方面,在贸易开放的条件下,企业旨在提高生产率的交流可

以通过出口获得更大的回报,这就增加了企业进行交流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后,国外企

业的竞争降低了国内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这意味着放弃现有的生产技术而与其他企业

进行交流的机会成本降低。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的这种增减变化激励国内更多的企业选择交流,交
流频率上升能推动国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优化。此外,贸易也能对国外企业进行筛选。Buera&
Oberfield(2020)认为,贸易壁垒可以提高国外企业进入本国的门槛,从而将本国企业的交流范围限

定在更加优质的国外企业中。他们的模拟分析还表明,即便不与国外企业交流思想,贸易自由化也

能筛选国内企业,提高国内企业知识积累的速度。不过,相比能与国外企业交流的情景,知识积累速

度较慢,即使经过了筛选,国内企业生产率依然低于国外一些先进企业。

四、思想交流与创新的整合拓展

在很多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假定初始内源性生产率分布的支撑集(support)是无界的,
因此个体总能找到更好的学习样本。于是,即使没有创新,经济也能实现持续增长。但是,这样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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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味着我们当今所拥有的知识,乃至未来能够实现的技术,早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于适时

而生的某位天才的头脑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假设内源性分布有限支撑,经济体中所有个体

的生产率迟早会达到相同水平,交流产生的增长动力将会枯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将创新纳

入模型,通过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思想使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保持差异性。当模型中同时包含创新与交

流时,创新和交流的关系将影响模型的结论。
(一)假设交流与创新互不影响

同时包含交流与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假设是创新与交流无关,个体除了通过

随机交流,在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模仿他人的思想来提高自身生产率以外,还能通过创新获得固定

或随机的生产率增量。内生增长理论对于如何刻画创新已经有过较多的探索,比较常见的一种思路

是假设个体以类似Kortum(1997)的方式进行创新,在外源性的生产率分布中抽取新思想。个体间

交流(在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抽取)的速度、在外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抽取的速度分别用两个独立的参

数描述。在这样的假设下,交流与创新将分别推动劳动生产率分布的演化。Alvarezetal(2008)、

Akcigitetal(2018)、DelaCroixetal(2018)等采用了这样的设定,因而没有必要再假设初始分布中

有超乎想象的天才,可以令初始劳动生产率分布有上界,即存在最高生产率。外源分布中的创意是

无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创新,外源性生产率分布中的思想会不断为人们所知,并在经济体中

随着交流而扩散。由于假定经济体初始的劳动生产率分布的支撑集是有限的,因此为了推导出平衡

增长路径,外源性的思想源泉要有一个帕累托右尾。此时,经济增长只受交流的速度和外源性生产

率分布形状的影响。代表创新强度的在外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抽取的速度只带来水平效应,不影响稳

态经济增长率。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对外源性分布予以不同的设定。比如Akcigitetal(2018)在模

型中加入了年龄结构,认为年纪越大的研究者越容易在外源性分布中获得新知识,Sampson(2016)、

DelaCroixetal(2018)、Mäkynen(2021)假设在外源性分布中获取想法的质量与整个经济体总的知

识存量或平均生产率相关,这意味着人们知道得越多,越有利于创新。
除了在模型中加入Kortum(1997)式的外源性搜寻分布外,在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刻画

创新的另一种常见方式是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参考文献包括Staley(2011)、Luttmer(2012,

2014)、Perlaetal(2021)等。个体生产率除了通过学习他人的思想来提高以外,还会发生随机的漂

移,生产率遵循几何布朗运动的随机增量代表了创新。新思想来源于个体为改进自身的生产率进行

的不可逆实验(irreversibleexperiment),随机的实验结果导致了生产率的随机漂移(Buera&Lu-
cas,2018)。这类文献中描述创新的布朗运动通常用来描述微粒在流体中的无规则运动,用这样的

方式来刻画人类脑海中如何泛起创意的浪花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科学研究表明大脑思维的确会漫

游。在思想随机游走的假设下,经济体生产率分布的演化将采取Fisher-KPP方程的形式,根据该方

程可以求解出平衡增长路径。随着人与人交流频率的提高,不仅使稳态增长速度更快,还会使经济

体生产率分布收敛到有更厚右尾的帕累托分布,这意味着个体之间更小的生产率差距。

Gottfries&Bradley(2022)使用固定的生产率增长代表研发创新。通过将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

模型与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模型结合,核算分析了研发创新与思想交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

果表明,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交流模仿更加重要。
(二)假设在交流中创新

在大多数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文献中,交流与创新被假定为两种互不影响的独立事件,因而在

模型中交流与创新是并列的两种行为。然而,交流可能是创新的基础,在交流中更容易碰撞出思维

的火花,萌生出更多的创意。当一个人有了新想法,这个想法会传播给其他人,并与他人的建议相结

合,这将成为更多新思想的源泉(Marshall,1890)。更进一步的模型设定是创新源于交流,交流的速

度等于创新的速度。Buera&Oberfield(2020)假设生产率不同的个体相遇以后,除了交流思想外,
还能通过交流获得新的启发,即额外从外源性搜寻分布中抽取新思想,除了交流之外没有其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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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在这种设定下,通过交流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既取决于交流对象的生产率,也取决于交流过

程中创新的效果。在基准模型中,思想从高生产率个体流向低生产率个体,交流中处于低位势的一

端才能从交流中受益,而在Buera&Oberfield(2020)看来,所有人都能从交流中受益,因为交流带来

了创新的机会。Brunt&García-Peñalosa(2022)也注重交流在创新中的基础性地位,假设个体的思

想由想法序列构成,当在交流过程中学习他人的思想、与交流所激发的新想法之和大于个体初始的

思想时,个体生产率就会得到提高。这种设定与Buera&Oberfield(2020)的思路近似,交流的速度

决定了新思想涌现的速度,而在假设创新与交流互不影响的文献当中,新思想的涌现由一个额外的

参数决定。
大多数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基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等假设条件。创新由追逐市场利润的企业有意为之,以此谋求技术领先地位,获得垄断利润。延

续这样的设定,当模型中频繁出现思想交流时,无疑增加了追赶者通过学习模仿来搭便车的机会,泛
滥的模仿将有损技术领先者的收益,减少创新的激励,而缺乏创新将无力推动经济增长(Aghion,2001)。
但是,在交流不影响创新、交流促进创新的假设下,创新更近似于个体在生活或生产中偶然的灵光一现,
这样的例子在科技史中比比皆是。在这种设定下,即使模型中刻画了创新,交流依然是经济内生增长

的关键机制。这就给交流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赋予新的含义,频繁的交流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三)假设交流与创新之间存在二元选择

假设交流与创新无涉,或在交流中创新,是交流始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但是,如果假

设交流与创新之间存在选择,个体要经过权衡利弊在两项活动上分配时间和资源,此时并不是所有

个体都致力于创新,模型将推导出不同的结论。Königetal(2016)将交流与创新作为企业需要取舍

的两种内部决策。假设模仿与创新没有显性成本,且不影响生产,因此创新的机会成本等同于交流

所带来的收益,而交流的收益取决于企业在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中所处的位置。在这样的设定下,接
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缺少模仿的机会,倾向于创新,而处于生产率分布底部的企业会选择交流。可见,
选择交流还是创新取决于一个生产率门槛。Königetal(2016)用该模型解释了现实中企业生产率分

布演化具有Pareto右尾行波(travelingwave)的现象。在此基础上,Königetal(2022)进一步结合

Hsieh&Klenow(2009)的资源错配分析框架研究了资源错配对企业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企业创新需要一定的R&D投入,施加在企业产出上的扭曲税会影响企业在创新和模仿上的比较优

势,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这不利于经济增长。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减少扭曲

税能带来动态调整,实现向更高稳态增长率的跃迁。Benhabibetal(2021)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交流的

选择值(optionvalue)来讨论交流与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交流与创新共同塑造了稳态企业生产

率分布的形状。与大多数强调交流重要性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他们在模型中引入创新受利润驱动

的假设来内生化创新,使创新回归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其中,长期增长率将由内源性生产率分

布头部企业的创新决定,交流通过改变创新激励对经济增长施加间接影响,且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
模仿成本下降会促进交流,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减少创新投资而选择搭便车,这不利于长期

的经济增长。如果能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等方式确保思想有一个最佳的排他水平,使搭便车的企业需

要向创新企业支付一定的许可费,那么,鼓励交流将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更多的模仿者会增

加创新者的收益。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取决于创新,但并不代表要一味鼓励创新,Königetal
(2022)认为支持创新的政策应该适度或目标明确,否则会使一些低生产率企业放弃交流所带来的潜

在收益而去选择创新,带来机会损失。

五、简评

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自何方? 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给出了答案:创新与交流。从早前将研发

作为创新的唯一源头,到后来分析思想涌现过程,再到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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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动力的认识不断深化,表现为其微观基础日益完善。
推动这一认识深化过程的动力是,理论在解释现实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矛盾。理论与实践的

矛盾是推动理论革新的关键动力,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内生增长理论肇始于反思新古典

增长理论技术外生假定的不合理性,而其理论中规模效应过强的不合理性又催生了半内生增长模型

和熊彼特模型。Lucas(2009)强调了思想的交流与扩散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以往只关注创新

的内生增长理论带来了新发展,在规避了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使内生增长理论能够分析更多的现实

问题。但是,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受到了质疑。Romer(2015)批评Lucas(2009)、Lucas&
Moll(2014)等有明显的语言表述和数学推导缺陷,存在“数学滥用”(mathiness)的现象。诚然,现实

的经济系统是高度复杂的,数理模型越想要贴近真实,所使用的数学工具就越复杂,难免使理论陷入

数学迷宫中,显得不切实际。但是,随着Akcigitetal(2018)、Borowiecki(2022)、Jarochetal(2021)、

Stokey(2021b)等的实证文章的不断出现,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撑。
同时,繁杂的数学并没有掩盖思想,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不同视角,为很多经

济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1.人口增速下降趋势下的经济增长问题。为了避免第一代内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线

性相关假设所带来的推论不符合现实的问题,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创新的难度会递增,因而需要持

续性的研发投入,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线性相关。在熊彼特模型中,人均产出的提高部分由产品种

类的增多带来,而这也取决于正向的人口增长率(Jones,1999;Bond-Smith,2019)。然而,生育率会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很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2.1。人口增速的下降将使得经济增速下滑,半内生增长理论甚至会做出经济增长停滞的预测

(Jones,2022a,2022b),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如何持续? Jones(2022b)认为前景未必是悲观的:一
方面,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提供持续性的科研人员投入红利;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参与到创新活动中,甚至有可能给创新带来奇点

效应,真正实现知识与经济的爆炸式增长。除此之外,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也能提供一种见解: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交流频率的增加和交流范围的拓展。增强和扩大交流将激发

创新思维,促进新思想的涌现,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技术进步内生的产业结构变迁问题。除经济增长以外,产业结构变迁也是宏观经济学受人瞩

目的研究领域。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众多理论机制中,产业间的技术进步率差异是供给端推动产业结

构变迁的关键因素(Ngai&Pissarides,2007)。然而,刻画这一机制的模型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可以为分析产业技术进步差异性的内生形成提供有力的工具,从而更深入

地挖掘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机制,为产业结构变迁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不同产业在区位选择、生产

组织形式以及国内外价值链参与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技术类别与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的情

况下,根据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产业内部企业或从业者交流的频率和交流范围是造成产

业层面技术进步速度迥异的重要原因。此外,产业结构变迁会影响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Baumol,1967),将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相结合,将有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

解推动经济增长的复杂动力系统。

3.贫富差距与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平等问题一直都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点。就

我国当前较为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说,很多学者将其归咎于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这种认

识只适合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城乡劳

动力流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流动障碍本身,而是劳动力流动的主体与流动方向。城乡收入差距很

大程度上可以被城乡生产能力的差距所解释。进一步而言,在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下,收入差距、经
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本质上源于思想存量的差距。农村收入低于城市一定程度上由教育资源缺乏和

人才流失造成。学校和老师是影响个体知识水平的关键因素(Borowiecki,2022),而我国农村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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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然不足,再加上城市对智力资源的吸引力,最终导致城乡之间知识水平的差距。如果假设农村

和城市个体交流和学习只局限于从所在地的内源性生产率分布中进行抽取,知识上的差距将很难弥

合。因此,城乡之间思想的交流融合是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思想具有非竞争性的特

征,思想的交流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这既可以促进收入平等,又能在不损失总体效率的情况下促进

经济增长(Luttmer,2012);另一方面,交流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Lucas& Moll,

2014;Perla& Tonetti,2014),例如支持落后地区的教育培训、补贴企业技术引进等。在新发展阶

段,相比要素流动,推动思想的流动,缩减知识分布的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条

重要途径。

4.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协

调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发

展战略除了要关注以传统工业为代表的重大生产力布局,还要关注技术的区域布局,通过创新协调

的方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然而,从我国的技术空间分布以及人才流动方向看,并不是所有地区都

适合创新,特别是处于创新链上游或创新网络中心的外部性很强的基础型创新。落后地区可以发挥

技术引进吸收的比较优势,进行与本地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适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应用型创新。区

域之间个体的交流能促进技术的传播与吸收,这是形成创新分工的基础。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
地理距离所带来的交通成本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约束(Hanlonetal,2022),那么,随着现代交通

工具的发明,人们思想交流与技术传播的主要约束则是时间上的距离(可达性)(Pauly&Stipanicic,

2021)。随着互联网的发明,距离对思想交流的约束被进一步地削弱(Baileyetal,2018;Diemer&
Regan,2022),个体间交流的屏障逐渐被打破,将促进区域之间的思想交流。Biermann(2021)的研究

表明,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研讨会从线下转向线上,推动了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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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University,Wuhan,China)

  Abstract:Fromanalyzingtheprocessofcreatingnewideastoemphasizingtheimportanceofideaflows,theen-
dogenousgrowththeoryhasdeepenedtheunderstandingofeconomicgrowthandrefinedthemicro-foundations.While
theearlymodelsofendogenousgrowththeorypinpointthenon-rivalryofideas,itgeneratesascaleeffectwhichcon-
tradictswiththereality.Subsequentinnovation-basedendogenousgrowthmodelshavediscussedhowtoeliminatethe
scaleeffects.However,inadditiontoinnovation,interactionbetweenandlearningfromagentsisalsoanimportant
sourceofeconomicgrowth,andearlierendogenoustheoriesdidnotincorporateideaflowsintotheirmodels.Inthe
interaction-basedendogenousgrowthmodels,interactionratesandinteractionobjectsofindividualswilldeterminethe
overalleconomicgrowthrate.Thefollow-upresearchextendstheinteraction-basedmodelintermsofsettingtheen-
dogenousinteractionratesandenrichingthesourceofideas,andisappliedintherelatedeconomicresearch.Theex-

plorationofinteraction-basedendogenousgrowththeoryonthesourceofeconomicgrowthinrecentyearshasenriched
theanalysisofeconomicgrowthissues,constructedandconsolidatedthemicro-foundationofgrowththeory,andpro-
vidednewperspectiveandtoolsforresearchinmany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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